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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如何通过内外部要素协同配置实现ISO 14001认证是环境管理与工程决策优化的关键议题。现有研

究多关注外部规制或单一因素净效应，难揭示多重前因条件复杂因果机制。本研究基于吉登斯结构化理

论，构建“规则–资源–能动性”的系统工程分析框架，以中国A股矿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模糊集定

性比较分析与中介分析结合的方法，探寻驱动ISO 14001认证的多元组态路径，检验ESG表现的中介角色。

研究发现：1) 存在八条引致认证的等效前因组态，可归纳为六类驱动模式，揭示认证决策在多路径协同

下的系统实现逻辑；2) ESG表现在多数组态路径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表明前因条件协同效应不仅直接推

动认证，还通过提升企业综合可持续发展水平间接促成管理决策优化。本研究为理解企业环境管理实践

提供系统组态视角，揭示认证多要素联动、多路径通达的深层逻辑，为矿业企业运营决策和政策制定者

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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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enterprises can achieve ISO 14001 certification through coordinated internal and 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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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 configuration is a ke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decision - optimization 
issue.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external regulations or single-factor net effects and can’t reveal com-
plex multi-antecedent causal mechanisms. This study, based on Giddens’ structural theory, con-
structs a “rules - resources - agency” system engineering analysis framework. Using Chinese A-share 
mining listed companies as samples, it combines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me-
diation analysis to explore ISO 14001 certification driving paths and test ESG performance’s medi-
ating role. Findings: 1) Eight equivalent antecedent configurations lead to certification, classifiable 
into six driving modes, showing multi-path coordinated certification decision logic; 2) ESG perfor-
mance partially mediates most paths, meaning antecedent condition synergy directly promotes cer-
tification and indirectly optimizes management decisions by enhancing enterprise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This study offers a systematic view for understanding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man-
agement, reveals multi-factor and multi-path certification logic, and provides insights for mining 
enterprises and policy 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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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推动经济主体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与中国的重要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

矿业作为资源密集型和高环境敏感型行业，其绿色转型进程不仅关乎自身存续，更对整体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性具有系统性影响。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理念融入企业战略，积极采纳如 ISO 14001 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等国际标准，已成为矿业企业回应利益相关方期望、规避环境风险并构筑长期竞争优势的战略

性举措[1]。 
学界和企业界已认识到内外部因素对企业环境决策影响深远。大量文献从外部制度压力视角，论证

了环境规制对企业 ESG 表现和绿色创新行为的驱动作用[2]，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能提升 ESG 评级质

量[3]。同时，也有研究聚焦内部能力与认知因素，如杨东宁等[4]指出管理层意识、企业战略导向和员工

学习能力是激励企业参与自愿环境规制的关键。不过，这些研究多遵循变量导向的净效应思维，侧重考

察孤立因素的线性影响，割裂了企业决策的真实情境，即认证行为是外部规则压力、内部资源储备与管

理层认知多重条件交织并发的结果[5]。传统回归方法在捕捉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和因果非对称性上有局限，

由此引发思考：是否存在多条差异化但等效的条件组合路径能共同引致企业的认证行为？ 
另一方面，尽管 ESG 表现作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关键指标已获得普遍认可，但其在连接企

业内部条件与具体战略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内在机理尚待深入剖析。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卓越的 ESG
表现可能通过降低认证壁垒、强化声誉激励与明晰战略价值，成为促使企业将内在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

认证的关键中间机制[6]。然而，现有文献或关注 ESG 的前因，或关注其结果，鲜有研究将其置于一个完

整的 “前因组态–中介传导–认证结果”链条中进行系统性考察。 
为弥补研究缺口，本文引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作为核心视角，该理论打破结构决定论与个体能动

论的二元对立，将企业视为在规则与资源构成的结构中发挥能动性构建实践的能动主体，为理解企业环

境管理决策形成机制提供更具解释力的元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探讨两个核心问题：驱动矿业

企业进行 ISO 14001 认证的前因条件有哪些多元等效组态？ESG 综合表现在不同组态路径中是否以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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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发挥关键中介作用？ 
为此，本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与中介分析相结合的前沿方法，旨在：1) 超越净效应

思维，识别导致企业 ISO 14001 认证的多元等效前因组态，揭示规则、资源与能动性维度间的协同与替

代关系；2) 揭开从条件组合到认证结果的黑箱，实证检验 ESG 表现在其中扮演的中介角色。 

2. 文献综述 

2.1. 理解企业环境行为：从单一视角到整合框架 

要理解企业为何采纳 ISO 14001 这样的自愿性环境标准，学术界曾长期存在两种主要思路。一种

思路着眼于企业外部，认为政府的严格监管[7]、社会的广泛关注[8]等制度压力，是推动企业采取环保

行动的主要动力。例如，有学者发现，强有力的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使企业增加环保投资来提升其 ESG
表现[9]。简而言之，这套观点认为，企业往往是在“不得不做”的情况下才会行动。另一种思路则转

向企业内部，强调企业自身的能力与意愿才是关键。研究发现，如果一家企业拥有充足的研发资金和

技术人才[10]，或者其高层管理者本身就具备强烈的环保意识[4]，那么它就更有可能主动拥抱更高的环

境标准。 
然而，现实中的企业管理决策常见的现象是：面对相同的环保法规，有的企业积极认证，有的却无

动于衷；而一些在环保研发上投入巨大的企业，也可能因为管理层的忽视而迟迟没有行动[11]。这些矛盾

表明，单一因素不是企业认证的绝对动力，企业的决策是多种内外部条件相互组合、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正是本研究需要弥补的关键缺口。 

2.2. 一个整合性框架——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ST)核心思想是，社会结构与个人主观能动性相互塑造[12] [13]。这种结构二重

性视角适用于分析企业在制度场域中调整环境管理实践的过程。借助该理论，可构建理解企业环境决策

的整合框架： 
规则结构通过制定规范性规则，引导行为以实现预期成果，并对不符合规定的行为实施制裁，从而

确立其合法性基础。此类结构运作于组织内部的规范与程序层面，界定出符合公认准则的明确行为模式

[12]。在环境管理领域，这直接体现为外部的制度压力。企业为应对外部制度压力、获取经营合法性而寻

求认证。它不仅包括环境保护税、环保处罚等成文的、强制性的法律法规，也包含了社会公众的环保期

望等不成文的规范。企业寻求 ISO 14001 认证，很多时候是为了遵守这些规则，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Yujuan Wu 等[14]的研究指出，严格而清晰的监管环境能显著促进企业采纳更先进的环境管理实践。这些

外部压力往往通过具体的财务机制体现出来，例如政府开征的特定税种与监管处罚，它们直接增加了企

业的运营成本与违规风险，从而构成了企业寻求环境认证以证明合规、规避风险的核心外部驱动力[15]。
然而，学术争论同样存在，杨东宁和周长辉[4]的研究提示，政府强制性压力的直接效应可能因情境而异，

这恰恰说明需要将此类因素置于更复杂的组态中进行分析。 
资源结构则通过对各类资源与正式权力的调配，赋予行动以权力效能。该维度主要在战略管理与公

司治理层面发挥作用，促使组织规划与长期目标协调一致，同时资源结构通过为企业提供实施行动所需

的各类资产来产生权力[16]。它既包括资金、技术、设备等物质资源，也包括管理体系、流程知识等组织

资源。资源雄厚意味着企业有更强的能力将环保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Christmann 和 Taylor [10]的研究

指出企业既有能力深刻影响其标准实施深度，表明一个组织若已具备其他国际管理体系的运营经验，其

内部流程的规范性与执行力将为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Delmas 和 Montes-Sancho [17]以及

Cole 等[18]的实证研究均表明，雄厚的财务实力与良好的经营状况是企业承担自愿性环境管理项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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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其背后是获取市场优势与竞争激励的效率动机[19]。 
能动性结构体现了企业管理层所具备的认知、意图与反思性监控能力。这反映了管理层主动做出选

择和改变环境的意愿与能力。它体现在高管对环保问题的重视程度(管理层环保意识)，以及团队中是否拥

有具备环保专业知识的人才(环保背景高管)等方面。能动性是企业将外部压力和内部资源转化为具体行

动的催化剂它体现了组织在解读规则、配置资源并发起变革性实践方面的自主性。路江涌等[20]的研究直

接证实，外部压力最终需要通过改变企业决策者的环境认知才能有效转化为认证行动，突显了管理层自

身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的核心枢纽作用。Blackman 和 Guerrero [21]的研究发现，组织资源与能力影响

环境行为，企业管理团队中若拥有具备环境管理相关知识背景的成员，将极大地促进环保议题在战略层

面的被重视程度与执行层面的专业性。 
该框架的优越性在于将压力、能力和意愿视为动态整体，探究不同组合如何引导企业走向 ISO 14001

认证。因此，本文以结构化理论为基础，以 ISO 14001:2015 标准条文[22]为线索，构建了融汇规则、资源

与能动性的三维驱动模型。 

2.3. ESG 表现：连接条件与结果的桥梁 

明确驱动认证的潜在条件组合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些条件组合如何促成认证决策？我们认为

企业的 ESG 表现起桥梁作用。具体而言，有利的条件组合(如严格内部规则、充足研发资源、高层环保意

识)会推动企业在 ESG 三维度全面提升，获较高综合评分。优秀的 ESG 评分通过三种方式促使企业进行

ISO 14001 认证：其一，ESG 表现降低认证壁垒。企业在治理和环境维度表现出色，意味着有完善内控体

系与管理流程[23]，使认证成为现有管理流程的标准化升级，变得更容易。其二，ESG 表现强化声誉机

制。ESG 表现帮企业赢得利益相关者信任与认可，积累声誉资本，但也带来更高期望，利益相关者期望

ESG 领先的企业管理实践达国际先进水平，获 ISO 14001 认证可支撑和证实其卓越 ESG 表现[24]。其三，

ESG 表现明晰战略价值。企业获高 ESG 评分时，管理层会认识到环境管理对企业长期竞争力的战略价

值，ISO 14001 认证不再是被动合规成本，而是巩固市场竞争优势的必要投资[25]。 
综上，本研究主张，规则、资源与能动性的不同组合，不仅可以直接影响认证决策，更可能通过先

提升企业的 ESG 表现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推动认证。本文基于这一整体思路，通过组态分析的视角，

系统揭示矿业企业通向 ISO 14001 认证的复杂路径及其内在机制(理论框架见图 1)。 
 

 
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图 1. 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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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3.1. 方法 

本研究旨在揭示驱动矿业企业 ISO 14001 认证的复杂因果机制。鉴于企业认证决策很可能是多重前

因条件并发作用的结果，传统回归方法在捕捉这类多重并发因果与因果非对称性上存在局限。因此，本

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作为核心分析方法。fsQCA 基于集合论与布尔代数，能够有效处理

多个因素的并发效应，识别不同前因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结果的联合影响[26] [27]。 
更进一步，为了揭开条件组合如何导致认证结果这一过程机制，我们创新性地将中介分析的思路融

入 QCA 框架。具体而言，我们通过系统比较以下三组分析结果，来检验 ESG 表现(M)的中介作用： 
1) 前因条件(X)→认证结果(Y)；2) 前因条件(X)→ESG 表现(M)；3) 在控制 ESG 表现(M)后，前因

条件(X)→认证结果(Y)。通过这种整合性方法，我们不仅能找出导致认证的多种条件组合，还能辨析这些

组合是直接推动认证，还是通过先提升 ESG 表现这一中介机制来间接实现认证。这为我们理解企业环境

管理决策提供了更深入的视角。 

3.2.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为确保研究样本在统一严格的环境监管背景下，本研究将观察期设为 2015 至 2024 年。选 2015 年为

起点，是因该年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实施，标志中国环境监管进入新阶段，此时研究矿

业认证行为有重要价值。 
样本筛选时，依据中国证监会 2024 年行业分类标准，将主营采矿及矿产加工的制造业企业作为初始

样本框，剔除了研究期内被 ST、*ST 或已退市的企业、关键变量数据严重缺失的个体、上市时间短不符

合观测期的矿企，最终得到含 298 家矿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集，并对所有连续变量标准化处理，确

保数据可比。 
企业 ISO 14001 认证状态、ISO 9000 认证情况、环境保护税、环保处罚金额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手工搜

集核对；研发投入金额、环保背景高管数量及管理者环保意识等信息源于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企业 ESG
总得分数据取自华证 ESG 评级数据库。所有连续型变量均标准化处理，确保数据可比与分析有效。  

3.3. 变量测量 

1) 结果变量的测量。 
ISO 14001 认证，这是一个二分变量。如果企业在 2015~2024 年间曾获得并持续维持 ISO 14001 认

证，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该测量方式反映了企业对环境管理标准化的长期承诺。 
2) 前因变量的测量。 
规则维度：环境保护税，借鉴余益伟等[28]的方法，以企业年度实际缴纳的环境保护税税额测量(2018

年以前以“排污费”替代)，数值越高，企业面临的经济性规制压力越大；环保处罚金额，手工收集并累

加企业年度内所有公开的环保行政处罚金额，该指标直接衡量企业因环境违规面临的实际惩罚压力。 
资源维度：研发投入金额，取自 CSMAR 数据库，代表企业技术创新的资源投入强度，曾卓骐[29]提

出研发资金多、人员多则企业创新活力强；ISO 9000 认证，是二分变量，企业获得认证赋值 1，否则为

0，衡量企业是否具备规范化管理体系基础这一关键组织资源。 
能动性维度：环保背景高管数量，参考王辉等[30]的研究，统计企业高管团队中个人简历含“环境”

等关键词的成员数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反映管理层环保专业知识储备；管理层环保意识，参考赵沁

娜等[31]的研究，根据企业是否在报告中披露 8 项环保相关内容打分，得分越高，表明管理层环保重视程

度和公开承诺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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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介变量的测量。 
ESG 表现，采用华证 ESG 总得分。华证 ESG 评级体系基于环境、社会与治理三大维度构建，下设

16 个主题领域及 44 项关键绩效指标，涵盖环境管理、碳排放、资源利用、社会责任、员工福祉、供应链

管理及治理结构等内容。该体系通过指标整合，系统评估企业在环保、社会责任和治理方面的综合表现，

并揭示其通过提升 ESG 实践增强长期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华证 ESG 总分属于综合性的结果型

指标，反映企业在 E、S、G 三方面的最终表现；而 ISO 14001 认证属于过程型管理体系输入。二者在概

念层次与测量焦点上存在本质差异：ESG 评级侧重于环境等方面的实际绩效与成果，而非仅关注是否具

备某项管理体系认证。 

3.4. 校准 

fsQCA 要求将变量数据校准为 0 到 1 之间的集合隶属度分数。我们主要参考唐开翼等[32]的做法，

使用分位数设置校准锚点。对于连续变量，将上四分位数(75%)、上下四分位数均值和下四分位数(25%)
分别设定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锚点。对于 ISO 14001 和 ISO 9000 这两个二分变量，我们

直接将其定义为清晰集：已认证赋值为 1 (完全隶属)，未认证赋值为 0 (完全不隶属)，未进行模糊校准。

所有变量的具体校准锚点见表 1。 
 
Table 1. Variable calibration 
表 1. 变量校准 

变量 完全隶属点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点 

结果变量 ISO 14001 1  0 

前因条件 

环境保护税 15.2476 10.7606 8.7876 

环保处罚金额 10.2100 8.4280 0 

研发投入金额 19.6332 18.1466 17.3924 

ISO 9000 1  0 

环保背景高管数量 0.5973 0.3397 0 

管理层环保意识 4.600 3.1255 1.500 

中介变量 ESG 总得分 73.3496 72.8470 71.7293 

4. 实证分析 

4.1.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进行必要性测试的目的是阐明单一因素或变量对研究结果的效应强度，该检验应在组态分析阶段之

前进行。根据表 2 的数据显示，针对 ISO 14001 认证的单一前因要素的必要性一致性指数普遍低于 0.9，
这表明不存在能够单独解释高/非高 ISO 14001 认证产生的必要性前因。因此，进一步分析环境保护税、

环保处罚金额等六个前因间的组合效应是十分必要的。 

4.2. 组态充分性分析 

参考已有研究，案例频数应该至少保留 75%比例的观察案例[33]，原始一致性阈值应至少大于 0.8 [34]，
但样本较大时，0.75 也可以[35]。因此本文将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 3，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8，并将

PRI 一致性阈值设置为一致性阈值的自然间断点 0.85。在进行反事实分析时，假设单一前因要素条件的

存在与否均可能对高 ISO 14001 产生影响。研究主要报告中间解，并通过简约解来区分核心条件和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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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结果见表 3。 
 
Table 2. Necessity test of individual conditions 
表 2.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 

组态条件 
高 ISO 14001 认证 非高 ISO 14001 认证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环境保护税 0.6288 0.6698 0.5374 0.3302 

~环境保护税 0.3712 0.5818 0.4626 0.4182 

环保处罚金额 0.6111 0.6680 0.5267 0.3320 

~环保处罚金额 0.3889 0.5876 0.4733 0.4124 

研发投入金额 0.5941 0.7110 0.4187 0.2890 

~研发投入金额 0.4059 0.5477 0.5813 0.4523 

ISO 9000 0.8201 0.8708 0.2110 0.1292 

~ISO 9000 0.1799 0.2833 0.7890 0.7167 

环保背景高管数量 0.3969 0.6472 0.3752 0.3528 

~环保背景高管数量 0.6031 0.6260 0.6248 0.3740 

管理层环保意识 0.5945 0.7947 0.2662 0.2053 

~管理层环保意识 0.4055 0.4893 0.7338 0.5107 
 
Table 3. Antecedent configuration of ISO 14001 
表 3. 高 ISO 14001 的组态 

前因条件 
高 ISO 14001 非高 ISO 14001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NS1 NS2 

环境保护税 ● ● ●  ●  ⊗ ⊗   

环保处罚金额 ● ●  ● ⊗ ⊗ ●    

研发投入金额  ● ● ●  ● ⊗ ⊗   

ISO 9000 ● ● ● ● ● ● ● ●   

环保背景高管数量 ⊗     ⊗ ● ●   

管理层环保意识   ● ● ⊗  ⊗ ● ⊗ ⊗ 

一致性 0.9243 0.9071 0.9098 0.9093 0.9265 0.8857 0.8605 0.9285 0.8892 0.8986 

原始覆盖度 0.2734 0.2722 0.2982 0.2919 0.0687 0.0738 0.0503 0.0611 0.2121 .01894 

唯一覆盖度 0.0761 0.0086 0.0426 0.0398 0.0258 0.0305 0.0179 0.0241 0.0577 0.0350 

解的一致性 0.9042 0.8980 

解的覆盖度 0.5745 0.2471 

注：对真值表进行标准化分析时，需要对质蕴涵项进行选择。对于高 ISO 14001 选择质蕴涵项~环保处罚金额*管理

层环保意识和环保处罚金额*研发投入金额*ISO 9000。其中，“*”表示且。● = 核心条件存在； = 核心条件缺

失；● = 边缘条件存在；⊗ = 边缘条件缺失。 
 

通过 fsQCA 分析，我们共识别出八条能够导致高 ISO 14001 认证的充分条件组态(即八条等效路径)。
其总体解的一致性为 0.904，覆盖度为 0.575，表明这些组态既是有效的，也能解释相当一部分案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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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核心驱动逻辑，我们将这八条路径归纳为六种驱动模式。 
第一，规制响应型(S1)。以高环境保护税、高环保处罚金额和高 ISO 9000 认证为边缘存在条件，非

高环保背景高管数量为边缘缺失条件，可产生高 ISO 14001 认证。这表明外部监管严、企业有规范管理

体系时，能弥补内部环保专业人才不足，推动企业认证应对监管。典型案例兖矿能源(600188)，在竞争市

场中，面对政府规制主动降排污浓度，建立三级环保监察队并实行递进处罚；2018 年起将环保业务流程

写入质量手册，环保设施运行记录成审核必查项；2023 年费用化研发投入和研发人员数量创新高；董事

会多数执行董事有环境等相关专业学历，最终顺利拿到并保持高 ISO 14001 认证。兖矿能源在 S1 和 S3
两条组态中隶属度高，揭示大型龙头企业成功的复杂逻辑。综上，规制响应与效率导向相互强化、协同

共生，体现了 QCA 多重并发因果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第二，规则与资源协同型(S2 和 S4)。以高环保处罚金额、高研发投入金额和高 ISO 9000 为核心条件，

高环境保护税和高管理层环保意识为边缘条件，可引致矿业企业高 ISO 14001 认证。这意味着企业面临规

制压力且有内部资源基础时，更可能主动采纳 ISO 14001 认证，是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观的融合，表明环

境管理实践需外部推力与内部能力结合，两条路径的高一致性和高原始覆盖度证明其普适性与有效性。典

型案例中国铝业(601600)，面对市场竞争，总部派督查组高额内部处罚提升效能，2024 年 30.64 亿元研发费

用保障技术升级和产品优化，构建并完成质量—环境一体化认证体系。虽政府加严税率强监管，但公司将

环保指标纳入绩效考核，实现从被动避罚到主动争先转型，为矿业企业获取 ISO 14001 认证提供成功范式。 
第三，效率导向型(S3)。以高环境保护税、高研发投入金额、高 ISO 9000 认证和高管理层环保意识

为边缘存在条件，也可以产生高 ISO 14001 认证。这表明当管理层的环保战略意识明确且企业拥有持续

的研发创新能力时，能够有效利用基础监管信号，将被动合规转化为主动寻求市场优势的战略行动，从

而推动企业通过认证。 
第四，资源优化型的组态(S5 和 S6)。S5 以高环境保护税、高 ISO 9000 和非高研发投入金额为核心

条件，非高环保处罚金额和非高管理层环保意识为边缘条件。这是企业借助 ISO 9000 体系将环境管理要

求内化到既有管理体系的合规策略，印证了制度理论观点。典型案例四川双马(000935)，2024 年积极履

行环保责任，缴纳环保税 48.79 万元；推进质量管理，对生产线实施 ISO 9001 年度监督审核；环保技改

项目累计投入 3626 万元，研发支出占比低于 0.5%。2024 年年报显示无环境行政处罚；董事会未设 ESG
或环保专业委员会。四川双马采用熟悉模式，避免大额研发和管理层重构成本，助力完成 ISO 14001 年

度监督审核。S6 以高研发投入金额、高 ISO 9000 和非高环境保护税为核心条件，非高环保处罚金额和非

高环保背景高管数量为边缘条件。研发能力与 ISO 9000 体系结合形成互补性资源，使企业能将环境管理

作为系统性优化问题解决。典型案例金田股份(601609)面对双重挑战，有独特战略布局。2024 年研发费

用 11.05 亿元，占营收 3.4%；海内外子公司均持 ISO 9001 证书；环保税仅 382 万元，占营收 0.01%，未

受环保行政处罚。董事会 9 名成员中无环保专业背景独立董事。金田股份用高额研发和 ISO 9000 体系避

免高额环保税与处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其实践为其他企业提供借鉴。 
第五，能力补偿型的组态(S7)。以高环保处罚金额、高 ISO 9000 和高环保背景高管数量为核心条件，

非高环境保护税、非高研发投入金额和非高管理层环保意识为边缘条件。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解决环境问题

能力时，为规避处罚风险，由环保专业高管主导，用现有质量管理体系搭建符合认证要求的管理框架，多

为满足外部监管合法性，环境绩效实质改进可能有限。该路径揭示资源不足时规制与认知的补偿机制。典

型案例三超新材(300554)，2024 年因干燥尾气超标和危废台账不规范缴纳 76.8 万元环保行政处罚，这暴露

了环境管理短板，也成为改进驱动力。公司已通过 SGS 的三大管理体系认证，构建规范管理框架。董事会

7 名成员中 3 人有环境或化学工程专业学历，2024 年新聘副总经理为注册环保工程师。2024 年环保税仅 2.1
万元，污染物排放控制有成效；年报显示环保研发投入有限，高管绩效考核环保权重仅 4%，无环保专项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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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三超新材用罚单倒逼整改，利用现有体系、引入环保专业高管搭建框架，避免高额环保税和研发支出，

无需全面升级环保战略，为资源有限企业通过外部压力与内部调整实现环境管理目标提供范例。 
第六，理念驱动型的组态(S8)。以高管理层环保意识和非高环保处罚金额为核心条件，高 ISO 9000、

高环保背景高管数量、非高环境保护税和非高研发投入金额为边缘条件，这是由高管层环保价值观和责

任感驱动的信念引领模式，是社会责任与商业战略融合，超越常规逻辑，覆盖度极低，属理想化典范。

典型案例龙高股份(605086)，连续两年无环保行政处罚，与行业形成反差。2024 年监督审核覆盖全生产

线，构建规范稳定管理框架。年报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经营理念，董事会将绿化等列为一

把手工程，2023~2024 年资金投入提升矿区绿化、修筑截排水沟，资金安排受管理层价值观驱动，体现信

念引领型环境管理特征。公司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低于国标 30%以上，享减税档，税额低，绿色技改费

用低，研发占比低于 1%，环保投入低位。董事会 7 名成员仅 1 人有环境专业背景，高管绩效考核无环保

权重和专项激励。龙高股份凭借高管环保信念、零处罚记录与现有体系惯性，持续通过 ISO 14001 年度

审核，获“非金属矿行业绿色工厂”称号，为环境管理提供稀缺范例。 
第七，非高 ISO 14001 组态分析。本文识别出的两组非高认证组态，共同勾勒出一幅“结构–能动

性”双重失效的图景。这些企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外部规则信号薄弱，无法提供足够的约束或激励；

内部资源基础贫瘠；同时，管理层环保意识缺位。在这种“弱规则–弱资源–弱意识”的结构性洼地中，

企业进行系统性环境管理的初始动力和持续支撑完全丧失。从结构二重性视角看，这类企业未能被外部

规则有效地构造为环境责任主体，同时也缺乏内在能动性去主动寻求或创造资源来改变现状。它们并非

主动抵抗认证，而是处于一种结构性的停滞与漠然状态。这在管理实践中发出了一个强烈警示，推动企

业环境管理，必须打破这种三重缺失的锁定状态。政策制定者需要思考如何强化规则信号，而行业或协

会则需协助培育初始能力与意识，为企业注入第一推动力，从而激活其潜在的能动性。非高组态揭示了

环境治理体系中亟待填补的漏洞与需要避免的陷阱。 
本研究用 QCA 方法识别出导致高与非高 ISO 14001 认证的多元组态，共同呈现企业在制度场域中运

用能动性与规则和资源结构复杂互动的图谱。吉登斯结构化理论表明，社会结构由“规则”和“资源”构

成，二者是行动的中介与结果。企业环境管理实践体现了这种结构二重性，既受环保法规等规则结构和

研发资金等资源结构制约，又通过认证策略与实践再生产或转化这些结构。本研究的七条高认证路径和

两条非认证路径，揭示了这种互动中不同模式的成败逻辑。 

4.3. 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产生高 ISO 14001 认证的组态进行了稳健性检验：① 更改校准方法为 0.95、0.5、0.05，产生

7 个组态与现有组态基本一致；② 提高 PRI 一致性由 0.85 至 0.88，产生的 7 个组态与现有组态基本一

致。上述稳健性检验显示本文结果比较稳健，结果见表 4、表 5。 

4.4. QCA 中介分析 

本研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与中介分析相结合的整合性方法，以系统考察前因条件组态影响结果变

量的复杂因果机制。具体步骤如下：首先，执行基准 QCA 分析，识别导致结果变量 Y 发生的核心前因条件

组态。其次，基于既有理论，甄别可能的中介变量 M，该变量在理论上应是连接前因组态与结果 Y 的关键

过程性要素。再次，分别进行两项分析：一是以 M 为结果的 QCA，识别导致高水平 M 的前因组态；二是在

控制 M 的条件下，重新分析导致 Y 的前因组态。最后，通过系统比较三次分析，可辨析三类中介路径：完

全中介，前因组态仅通过 M 影响 Y；部分中介，前因组态既直接影响 Y，也通过 M 间接影响 Y；直接效应，

前因组态不依赖 M 而直接影响 Y，从而揭示前因变量通过中介机制影响结果的多元路径与因果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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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obustness test: change of calibration method 
表 4. 稳健性检验：更改校准方法 

前因条件 
高 ISO 14001 

S1 S2 S3 S4 S5 S6 S7 

环境保护税  ⊗  ⊗ ⊗ ● ● 

环保处罚金额  ⊗ ⊗ ⊗  ● ● 

研发投入金额 ● ● ⊗  ⊗ ⊗  

ISO 9000 ● ● ● ● ● ● ● 

环保背景高管数量   ●  ● ⊗  

管理层环保意识 ●   ● ⊗  ● 

一致性 0.9048 0.8875 0.9086 0.9037 0.8754 08881 0.8993 

原始覆盖度 0.3833 0.2125 0.1605 0.2126 0.1245 0.1328 0.2636 

唯一覆盖度 0.0575 0.0226 0.0064 0.0126 0.0051 0.011 0.0099 

解的一致性 0.895 

解的覆盖度 0.523 

注：对真值表进行标准化分析时，需要对质蕴涵项进行选择。对于高 ISO 14001 选择质蕴涵项环境保护税*环保处罚

金额*ISO 9000*管理层环保意识。其中，“*”表示且。● = 核心条件存在； = 核心条件缺失；● = 边缘条件存

在；⊗ = 边缘条件缺失。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improving PRI consistency 
表 5. 稳健性检验：提高 PRI 一致性 

前因条件 
高 ISO 14001 

S1 S2 S3 S4 S5 S6 S7 

环境保护税 ● ● ●   ●  

环保处罚金额  ● ●    ● 

研发投入金额  ●  ● ⊗ ● ● 

ISO 9000 ● ● ● ● ● ● ● 

环保背景高管数量    ⊗ ● ● ● 

管理层环保意识 ⊗  ● ● ● ● ● 

一致性 0.9265 0.9411 0.9474 0.9113 0.9285 0.9373 0.9234 

原始覆盖度 0.0687 0.1877 0.2114 0.0505 0.0611 0.0507 0.0663 

唯一覆盖度 0.0316 0.0202 0.0422 0.0202 0.0266 0.0182 0.0366 

解的一致性 0.943 

解的覆盖度 0.394 

注：对真值表进行标准化分析时，需要对质蕴涵项进行选择。对于高 ISO 14001 选择质蕴涵项~环保处罚金额*研发

投入金额*环保背景高管数量和~环境保护税*研发投入金额*环保背景高管数量。其中，“*”表示且。● = 核心条

件存在； = 核心条件缺失；● = 边缘条件存在；⊗ = 边缘条件缺失。 
 

根据 QCA 中介分析方法论的内在要求，为确保 X→M→Y 这一因果链条在不同分析步骤间的可比

性，三项分析必须在统一的参数空间内进行。然而，在控制中介变量 M 后，有效的案例条件组合样本会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6.152031


蔡梦妍 
 

 

DOI: 10.12677/mse.2026.152031 315 管理科学与工程 
 

相应减少，因此本研究将三项分析的案例频数阈值统一设定为 1，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8，同时将 PRI 设
定为自然截断值 0.8。这一参数选择既尊重了控制 M 后样本量缩减的现实，也利用了 QCA 方法中 0.8 作

为 PRI 自然截断点的统计特性，从而在保证因果链条完整可比的前提下，最大化地利用现有数据信息进

行中介路径的识别与检验，结果见表 6、表 7、表 8。 
 
Table 6. QCA mediation analysis: X→Y 
表 6. QCA 中介分析：X→Y 

前因条件 
高 ISO 14001 

S1 S2 S3 S4 S5 

环境保护税   ●   

环保处罚金额     ● 

研发投入金额 ●     

ISO 9000 ● ● ● ● ● 

环保背景高管数量  ●    

管理层环保意识    ● ● 

一致性 0.8996 0.8829 0.8754 0.9105 0.9030 

原始覆盖度 0.475503 0.3240 0.1729 0.1733 0.3598 

唯一覆盖度 0.0618518 0.0505 0.0470 0.0114 0.0367 

解的一致性 0.8931 

解的覆盖度 0.6911 

注：对真值表进行标准化分析时，需要对质蕴涵项进行选择。对于高 ISO 14001 选择质蕴涵项环保处罚金额*ISO 9000*
管理层环保意识。其中，“*”表示且。● = 核心条件存在； = 核心条件缺失；● = 边缘条件存在；⊗ = 边缘条

件缺失。 
 
Table 7. QCA mediation analysis: X→M 
表 7. QCA 中介分析：X→M 

前因条件 
高 ESG 

S1 S2 S3 S4 S5 

环境保护税  ● ● ●  

环保处罚金额     ● 

研发投入金额 ● ●  ● ● 

ISO 9000  ● ● ● ● 

环保背景高管数量 ●  ● ● ● 

管理层环保意识 ● ● ● ●  

一致性 0.9716 0.9266 0.9478 0.9109 0.9860 

原始覆盖度 0.0924 0.1161 0.0804 0.1719 0.0486 

唯一覆盖度 0.0452 0.0483 0.0126 0.0994 0.0125 

解的一致性 0.9153 

解的覆盖度 0.2999 

注：● = 核心条件存在； = 核心条件缺失；● = 边缘条件存在；⊗ = 边缘条件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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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QCA mediation analysis: X→Y (Control M) 
表 8. QCA 中介分析：X→Y (控制 M) 

前因条件 
高 ISO 14001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环境保护税  ●  ●  ⊗  ⊗ 

环保处罚金额 ⊗   ● ●  ● ⊗ 

研发投入金额 ●  ●    ⊗  

ISO 9000 ● ● ● ● ● ● ● ● 

环保背景高管数量   ⊗   ● ●  

管理层环保意识  ⊗ ⊗  ● ●  ● 

一致性 0.9350 0.9391 0.8810 0.8660 0.8984 0.9446 0.8200 0.9572 

原始覆盖度 0.1687 0.1316 0.1480 0.2112 0.1120 0.1024 0.0820 0.1283 

唯一覆盖度 0.0236 0.0441 0.0145 0.0927 0.0172 0.0129 0.0277 0.0173 

解的一致性 0.8989 

解的覆盖度 0.5243 

注：对真值表进行标准化分析时，需要对质蕴涵项进行选择。对于高 ISO 14001 选择质蕴涵项~环境保护税*~环保处

罚金额*ISO 9000*管理层环保意识。其中，“*”表示且。● = 核心条件存在； = 核心条件缺失；● = 边缘条件

存在；⊗ = 边缘条件缺失。 
 

QCA 中介分析结果如上表所示。本研究在统一的参数空间下，系统检验了前因组态通过企业环境、

社会与治理(ESG)综合得分影响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复杂中介路径。分析揭示了四种典型的部分中介路径，

其稳定核心条件均包含 ISO 9000 认证，并与不同的外部规则压力及内部资源能力形成组态。这些发现表

明，企业健全的管理体系基础在与特定内外条件结合后，不仅能直接催生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更能通过

提升整合性的 ESG 综合表现来间接达成这一目标。与此同时，研究识别出一条无中介的直接效应路径(A4
→C8)，该路径由低环保处罚税、高 ISO 9000 认证与高管环保意识构成，其作用机制独立于 ESG 综合表

现。这一鲜明的路径分化表明，样本企业的认证动机存在本质性差异：多数企业遵循综合可持续性驱动

模式，将认证视为其整体 ESG 治理水平提升的自然结果；而部分企业则呈现出合规驱动模式，其认证行

为与整体的可持续性治理改进关联较弱。综上所述，ESG 综合得分在大多数情境下扮演了关键但非唯一

的中介角色，这深刻揭示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背后驱动机制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它既可以是企业卓越可

持续性治理的标志，也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沦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合规工具。 

4.5. QCA 中介分析的稳健性检验 

如表 9 所示，在绝大多数参数组合设定下，我们均能识别出由条件 A、B、C 和 D 路径构成的通往

结果 Y 路径。更重要的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第二、三步都一致地显示，路径 A、B 和 D 依然全部存

在。这强有力地表明，中介变量 M 是路径 A、B 和 D 中一个稳定且关键的组成部分即使在参数发生变化

时，这一核心中介机制依然成立，证明了我们研究发现的稳健性。研究发现路径 C 在第二步中不存在，

这一发现可以从集合关系的角度得到深刻解释。路径 C 所代表的案例组合，与中介变量 M 的案例集合之

间，可能仅存在一种微弱或边界性的子集关系。在较为宽松的分析参数下，这种微弱的关系可能刚好超

过一致性阈值，从而被识别出来，导致初步分析中误判其能影响 M。然而，当我们采用更为保守或严格

的分析标准时，这种脆弱的集合关系便不再成立，揭示了其真实的作用机制：即路径 C 对结果 Y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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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接的，并不以 M 为媒介。 
稳健性检验帮助我们甄别出了这一边界案例，防止了我们基于不够稳定的初步发现做出过度的理论

推论。根据在多数、尤其是更严格参数下均保持一致的结果，我们最终判定路径 C 为一条稳健的无中介

直接效应路径。这一修正表明，组态高环境保护税、高 ISO 9000 认证和非高管理者环保认知，能够独立

于我们理论模型中的核心中介 ESG 得分之外，直接驱动高 ISO 14001 认证的产生，这为理解 ISO 14001
形成的多元路径提供了更精确的视角。 
 
Table 9. Robustness analysis of QCA intermediation 
表 9. QCA 中介的稳健性分析 

参数组合 第一步(X→ Y) 第二步(X → M) 第三步(X → Y【控制 M】) 中介结论是否稳健？ 

频数 = 1， 
一致性阈值 = 0.8， 

PRI = 0.82 

解一致性：0.8931 
解覆盖度：0.6911 

核心路径：A(X32*X4)、 
B(X4*X52)、

C(X12*X4*~X62) 
D(X22*X4) 

导致 M 的路径：

A、B、D 
路径 A*B*C*D 存在 
新解覆盖度：0.4965 A、B、D 路径稳健 

频数 = 2， 
一致性阈值 = 0.8， 

PRI = 0.8 

解一致性：0.9000 
解覆盖度：0.6478 

核心路径：A(X32*X4)、 
B(X4*X52)、

C(X12*X4*~X62) 
D(X22*X4) 

导致 M 的路径：

A、B、D 
路径 A*B*C*D 存在 
新解覆盖度：0.4263 A、B、D 路径稳健 

频数 = 2， 
一致性阈值 = 0.8， 

PRI = 0.85 

解一致性：0.9088 
解覆盖度：0.6225 

核心路径：A(X32*X4)、 
B(X4*X52)、

C(X12*X4*~X62) 
D(X22*X4) 

导致 M 的路径：

A、B、D 
路径 A*B*C*D 存在 
新解覆盖度：0.3095 A、B、D 路径稳健 

频数 = 2， 
一致性阈值 = 0.8， 

PRI = 0.76 

解一致性：0.8738 
解覆盖度：0.6883 

核心路径：A(X32*X4)、 
B(X4*X52)、

C(X12*X4*~X62) 
D(X22*X4) 

导致 M 的路径：

A、B、D 
路径 A*B*C*D 存在 
新解覆盖度：0.4653 A、B、D 路径稳健 

频数 = 1， 
一致性阈值 = 0.8， 

PRI = 0.8， 
前因(T-2)→ESG(T-

1)→认证(T) 

解一致性：0.8927 
解覆盖度：0.6673 

核心路径：A(X32*X4)、 
B(X4*X52)、 
D(X22*X4) 

导致 M 的路径：

A、B、D 
路径 A*B*C*D 存在 
新解覆盖度：0.4432 A、B、D 路径稳健 

5. 结论与启示 

5.1. 讨论 

本研究基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运用 fsQCA 与中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 A 股上市矿业企业

ISO 14001 认证的驱动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组态研究。核心发现证实，企业的认证决策是一个典型的殊途同

归复杂现象。我们识别出的八条充分前因组态，并归纳为规制响应型、规则与资源协同型、效率导向型、

资源优化型、能力补偿型与理念驱动型六种典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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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现揭示了企业环境战略的异质性。一方面，它们印证了结构化理论的预见性，企业的环境实

践正是在规则约束、资源赋能与能动性牵引这三者动态交互的结构化过程中生成的。另一方面，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均作为核心条件稳定存在。这表明标准化、流程化的组织管理能力是企业应对各类复

杂管理挑战的基础。这一发现将质量管理与环境管理有机地联系起来，强调了组织基础能力建设的普适

价值。 
更进一步，通过 QCA 中介分析，我们发现，ESG 表现在多数路径中扮演着关键的部分中介角色。这

意味着，有利于认证的条件组合，其效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系统性地提升企业 ESG 表现来实现的。表明

对于多数企业，ISO 14001 认证是其整体 ESG 治理水平提升后一个自然而然的战略输出。然而，直接效

应路径也表明，在特定条件下(如高规制压力与弱战略认知的组合)，认证可能沦为一种与整体可持续发展

战略关联较弱的、相对孤立的合规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关于象征性合规的学术讨论[36]。 

5.2. 理论贡献 

首先，研究推进了结构化理论在环境管理领域的应用。尽管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观被广泛应用，但

本研究通过吉登斯的理论将二者整合，将“规则–资源–能动性”这一元理论框架操作化为可测量的变

量，进而实证检验了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的组态发现，尤其是那些展示了规则如何与资源互补、

能动性如何补偿资源匮乏的路径，为结构二重性提供了生动的经验证据，回应了关于企业如何在制度结

构中寻求能动空间的理论呼唤。 
其次，研究为理解企业环境管理行为提供了新颖的组态过程视角。传统研究多聚焦于因素的净效应，

我们通过融合 fsQCA 与中介分析，使我们能够同时回答“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从而更清晰地

揭示了企业环境认证的复杂因果机制，为打开企业决策的过程黑箱提供了方法论范例。 
最后，本研究深化了对自愿性环境标准(如 ISO 14001)与企业综合可持续表现(ESG)之间关系的认知。

我们不仅确认了二者的关联，更通过中介分析，确立了 ESG 表现作为连接前因条件与具体认证行为的关

键传导机制。这澄清了二者间的内在逻辑，表明卓越的 ESG 表现既是企业实施高标准环境管理的动因，

也是其能力体现。同时，我们发现此中介作用具有条件性与非普适性，这为调和关于认证动机的学术争

论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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